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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味小说”，即以具有浓郁的武汉地方风味的文学语言描绘武汉风土人情的小

说，它无疑已成为当代地域文化小说、当代城市文学总格局中颇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

分。方方、池莉两位女作家便是“汉味小说”的代表。

方方和池莉，分别以《风景》和《烦恼人生》取得了“轰动效应”，其时在1987

年，“寻根热”和“新潮小说热”已经由热转冷，作家们又在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评论

家也由谈论“伪现代派”进而思索“当代中国作家的选择和当代中国文学的品格”这样的

时代课题。《桑树坪记事》获得的巨大成功激发了人们关于现实主义生命力的又一次

讨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风景》和《烦恼人生》偶然也是必然地问世了，

轰动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远超过了这两位作家以前的任何作品。一时间，评论家们

纷纷争说“展示中国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新潮流。的确，这两部中篇极其朴素又极其

深刻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平民百姓毫无诗意的艰难人生，比起学习西方现代派手法，以

夸张、变形手段揭示人生悲剧本质的作品，自有更触目惊心的震撼力。而两位作家的

创作谈也是这么表达她们的情感和她们意识到的主题的——方方写道：“自下而上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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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低下”和“拼命奋斗”的艰难，产生了七哥那样的人物，“他们采

用了别具一格的奋斗方式和生存技巧”，“该责难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1)这

番话中有深长的叹息、真挚的情感。而池莉，也努力要通过印家厚的形象塑造表达这

样的感悟：“我们普通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坚韧的生活力量。用‘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

中的一切，但将竭尽全力去做’的信条来面对烦恼，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2) 。

——这一切，是对小说的社会意义的深刻阐释。

但显然还有另一方面，对于武汉的读者，“河南棚子”、长江轮渡、武汉方言，比

起《桑树坪记事》那样的作品，无疑更多一层亲切感。外地的读者也会从小说感受到

武汉人特有的脾性和风俗。这，便是小说的地域文化意义了：独特的风俗人情，独特

的方言，对于优秀的地域文化小说，决不仅仅是某种点缀，某种类似于调味品或舞台

道具的东西。事实上，它们对于营造小说的氛围、塑造人物的特性、传达地域文化的

独特韵味，常常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沈从文的“湘西系列”、老舍的“北京故事”、赵

树理的“山西农村小说”……这些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世界之所以在文坛上成就独

特，决不仅仅因为主题提炼、题材剪裁、技巧适用的各具匠心，还因为作家们把那一

方水土那一方人的独特脾性（如湘西人的坦荡野性、北京的人淳朴知足、山西人的幽

默精明等）以及孕育着那独特脾性的水土之性（湘西的青山绿水、北京的逼仄胡同、

山西的厚厚黄土）也活生生地揭示了出来。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了神采各异的民风民

俗，不同的民风导致了不同的文风——这也算一条文学的定律吧。（至于同一地方作

家风格的不同与作家主体选择的微妙关系，则是另一个问题了。笔者无意做“地域文化

决定论”者。）

因此，《风景》中的河南棚子地带的粗糙人生既具有国民劣根性乃至人的本性的

冷峻呈现的社会意义，也是对武汉人民风粗鄙层面的描绘。《烦恼人生》中印家厚那

时而忧愁时而欣慰的心理曲既是对普通人平庸人生的生动揭示（读这部作品时，我常

常不禁想到莫泊桑、契诃夫笔下那些浑浑噩噩又令人同情的“小人物” ），也传达出武

汉人善于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的民风气息。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两位女作家对此缺乏

足够自觉的意识罢了。这一点，有她们的创作谈作证。还有她们的作品——毕竟，与

1)《仅谈七哥》，《中篇小说选刊》1988, 第5期.

2)《也算一封回信》，《中篇小说选刊》1988,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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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稍后写出的“汉味”更浓的《黑洞》、《落日》和《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

作品相比，《风景》和《烦恼人生》的“汉味”就淡多了。由此可见，有没有充分自觉

的地域文化意识，对于作家能否充分展示独特的地域风情，颇为重要。当然没有必要

要求作家都树立自觉的地域文化观，许多艺术精品也与地域文化意识无关，例如老舍

的《猫城记》、王蒙的《坚硬的稀粥》那样的作品。但写地域文化，无疑是一个富于

诱惑力的话题。况且当代文况且当代文坛上自汪曾祺的“高邮系列”和贾平凹的“商州世

界”别开生面以来，各地作家经营地域文化小说，已成空前盛况：文学史上从未有过

一个时期如80年代的中国文坛这样有如此多的作家创作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地域风情图

卷。

但这一切很快就变了。1988年，方方的《黑洞》发表。这篇小说的主题与《风

景》一样，写小市民生存的艰难，但《黑洞》中的“汉味”就浓多了：陆建桥们的粗鄙

与幽默和小说语言的俏皮，是地道的武汉特产。《黑洞》的风格不似《风景》那么凝

重，与浓郁的“汉味幽默”——那化烦恼为俏皮话的怪味幽默——有密切关系。1989

年，池莉的《不谈爱情》问世。此篇仍然是“烦恼人生”的社会主题，但“花楼街文化”

的描写使全篇平添了“汉味”——花楼街的“风骚劲儿”、花楼街人的精明与泼辣……

《不谈爱情》因此比《烦恼人生》更多了一层文化氛围。1990年，池莉的《太阳出

世》和方方的《落日》，堪称“汉味小说”的典范：一部长篇，写了形形色色的武汉市

民，写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繁华、热闹又粗俗的“四官殿—六渡桥文化”，而且，通篇以

纯熟的“汉腔”写成。到了1991年，池莉又推出了《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此篇一

改“烦恼人生”的主题，画出了一副轻快、幽默、富于喜剧色彩的“武汉市民消夏图”，

从武汉的酷暑写到武汉的小吃，从市民酷暑中的俏皮闲聊写到街头的乘凉大军……在

“汉味小说”中也独树一帜。《生活秀》也通过对一个“在吉庆街大排档夜市卖鸭颈的女

人”来双扬应付生活中的种种麻烦的刻画，写活了一个市井女性的复杂性格：善于经

商，为人精明也泼辣，是“吉庆街的偶像”；“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对亲人有责任

感，但那责任也包括给吸毒的弟弟提供毒资；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她可以不择手

段，小说中关于她给在戒毒所的弟弟偷运毒品的描写和通过请房管所所长吃饭“一箭双

雕”地解决了自己的房产问题和弟弟前女友的婚姻问题的描写，相当生动地写活了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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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能干、游刃有余；情感失意，她并不那么介意……小说的主题是：“这就是生

活！”充满了各种滋味，一言难尽。

这样，就有了“汉味小说”的话题。方方、池莉，还有擅长写“汉正街文化”的吕运

斌、王仁昌（任常）以武汉作家特有的风格创造了小说世界的新品种——“汉味小

说”，填补了中国小说画廊中的一个空白，也使“汉味小说”成为与邓友梅、刘心武、陈

建功、王朔的“京味小说”，王安忆、程乃珊、俞天白的“海味小说”，冯骥才、林希的

“津味小说”，叶兆言的“宁味小说”争奇斗艳的又一枝奇葩。这样，当理论家们今后再

谈论“城市文学”这个似乎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话题时，他们便有了“绚丽多彩的中国城

市文学”的大量资料了……

1. 汉味（一）：“九头鸟性格”

武汉的评论家们在探讨武汉文化的特性时，常有“不好把握”的叹喟。有的干脆以

“没有特色”作结。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武汉地处“九省通衢”，不东不西，不南不北，

居民来自八方，自然难显纯色。一套“民居”票十几枚，有北京、上海、有湖南、安

微……偏没有湖北、武汉。但武汉人又毕竟与众不同。这就奇了。

常言道：“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说的是湖北人精明，好象比别人多几个脑

袋一样。当代作家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中有一节《白浪街》，写一条街分为三省，

三省人有三省人的特性：河南人“勤苦而不恋家，强悍却又狡慧”，陕西人勤劳、保

守，而湖北人呢？则是“待人和气，处事机灵……一张嘴使他们财源茂盛。”这便与“九

头鸟”的精明契合了。武汉是著名的商埠，商业文化必然在武汉人心中打了深深的烙

印。吕运斌、王仁昌的“汉正街风情”专写全国闻名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主人公、那

些精明能干的个体户（如王仁昌颇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风流巨贾》），就十分突出地

显示了武汉商业文化的本色。方方、池莉的小说中的故事，多以汉口闹市区为背景，

人物除了产业工人，多在肉食店、照像馆、公共汽车上供职。这样，他们的口语中颇

有商业文化色彩，也就很自然了，例如：“找老婆就得找这样的。不光自己吃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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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而且还能占到别人的便宜。”（《黑洞》）“也不晓得丑卖几多钱一斤？” “弄不好

他把你卖了，你还得帮他数钱。”“（夫妻之情）淡漠得如同哗哗的自来水，八分钱一

吨，流走算了。”（《落日》）武汉人精明，会算计——吉玲的母亲“具备了几种面

目”，该撒泼就撒泼，该体面也能体面，软硬兼施，降服了女婿庄建非（《不谈爱

情》）；丁如龙抛弃生身老母，却常有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点拨乃兄也用的是“引而

不发”的招数，精明到了阴险歹毒的地步（《落日》）……精明用于经商，是生财之

道；用于处世，就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算计，甚至是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母子之间的

算计，这就可悲了。

但又有一句话，叫作“三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下江佬”。论精明，论做大生意，

武汉人比不上江浙人。江浙一带自古出名士，也出富商。武汉不然。原因是多方面

的。其中之一或许是：武汉人身上除了南方的精明，还有另一面，那便是北方人的泼

辣。武汉人脾气暴躁，好骂人，是出了名的，有俗语为证：“湖北的老子，四川的娃

子。”武汉人性格中的大怒大喜、忽暴躁忽幽默、能屈能伸、能干能湿、“高级宾馆进

行，大马路睡得”的泼辣劲似乎与武汉地区的天气时冷时热、晴则久晴、雨则淫雨有

关。你看印家厚；一会儿为烦恼人生长吁短叹，一会儿又以忆苦思甜自我安慰，而

且，从沮丧的深渊到愉悦的峰顶的循环周期极短，频率极快；陆建桥亦然：牢骚劲上

来了就“想站在江汉路的立交桥上顶天立地地骂一通娘”，不是吗？“汉口人到哪儿不都

骂骂咧咧的？要不岂不枉为汉口人？”作为服务员，“哪个没同顾客吵过架？全武汉能

找出一个这样的不？……他若对顾客热情得如一盆水，顾客不把他当神经病才怪。顾

客早就被吼惯了，怠慢惯了。”但这又并不妨碍他与女同事打情骂俏、“骂骂咧咧、说

说笑笑”（《黑洞》）；赵胜天、李小兰办喜事，婚礼尽量豪华，看似高雅其实俗不

可耐，游行显派的路上与人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更叫人啼笑皆非，恩爱起来如胶似

漆，烦恼一上来就闹着离婚（《太阳出世》）；丁如虎刚才“拍腿跌脚地骂了老娘”，

一转身又心安理得地打起了呼噜，丁家母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祖孙之间，

成天骂骂咧咧，以此转嫁烦恼也彼此开心，多少年如一日地打发光阴（《落日》）；

甚至爱人之间的亲热、邻里之间的玩笑、同事之间的调侃，也无不粗鄙得惊人、粗鄙

得可笑（例如《落日》中成成与汉琴的拌嘴——“放你妈的屁！”“我妈早死了，没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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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放得。”《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邻居女人们夸猫子好，“又体贴人又勤快，又

不赌不嫖”。猫子答：“你们又不接客，么样晓得我不嫖啊？”以及《黑洞》中陆建桥与

柳红叶的粗鄙调侃，虽常常围绕性语码展开，但因出于率真粗鄙的习惯，又加上并无

“理论联系实际”之举，因而虽不堪入耳却也足以令人捧腹）……至于武汉人的言行举

此呢，一是嘴巴厉害，好生了得：“一张利嘴不好惹”，“损起人来……凭着那两片薄

唇，活生生的能刮下对方的皮”（《黑洞》），吵起架来，“话来得比曹正兴的菜刀还

厉害，” 而且可以惊心动魄到“死人翻船”的地步（《落日》）；二是动作夸张，身手

不凡：“拍腿跌脚”地骂人，“恨不能用吹柴刀劈死”对手（《落日》）；待起客来则是

“大碟小碟上个不完”（《不谈爱情》）；三是喜欢热闹，乐此不疲：“人活着就得热

闹，不热闹闹的跟躺在棺材里有么事区别？”（《落日》）所以办婚事就要“显”

（《太阳出世》），就要“豪办阔娶”，“人不就是争口气么？”（《不谈爱情》）办喜

事讲究热闹，办丧事亦然。《落日》中有生动的描绘：又是大宴宾客，又是放哀乐、

致悼词；还有夏夜乘凉的盛况：“长长一条街，一条街胳膊大腿，男女区别不大，明

晃晃全是肉。”（《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下棋也好，聊天也好，总是人声鼎

沸、豪兴大发、昏天黑地。嘴巴厉害，动作夸张，既是商业文化的熏陶塑就，也是湖

北人“好战喜斗”的风俗遗传使然3)。 

武汉人是精明的：他们善于吸纳八方奇气（武汉小吃便是典范：江浙的甜食、湖

南的辣味、北方的面食、四川的特产……蔚为大观），他们擅长谋划算计，为达目的

削尖了脑袋钻营——这一点上，颇象江浙人。

武汉人又是泼辣的：他们的吃苦耐劳，能为了生存去做一切卑微的苦活，粗犷

豪放地干活、吃喝、骂人、斗狠——这一点又很象河南、山东人。

武汉人是务实的：他们都怀有极实际的目标，为了发财、为了房子、为了升官、

为了后代，一点一点地积聚力量、精神抖擞地投入竞争——这一点颇近湖南民风。

武汉人又是洒脱的：他们一面奋斗，一面把面子、生死这些神圣的东西看得很穿

——“汉口街上常能见到的那种最不知忧愁的一类人……对什么都无所谓，什么事都

能想得开。怄气永远都怄不长。随和得仿佛没得主张。但实际上他是极聪明的……

3)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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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印象厚、陆建桥、丁如虎父子对奖金、处分、婚姻、牢骚，都有这么一

种既重视又不执着的洒脱劲儿，似乎与“阿Q精神”心有灵犀一点通，但也的确是烦恼

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心理调节机制。于是有了别具一格的“汉味幽默”，变烦恼为笑料，

化平庸成神奇。——这方面，又与四川人的“川味幽默”相通。

这便有了武汉人的多副面孔、多重性格。便有了武汉民风的“杂揉”特色。也许唯

有这种能苦能乐、能干能湿、刚柔兼济、进退自如的多重性格，才能适应在这“九省

通衢”世界的生存吧。又精明又粗鄙、也泼辣也幽默——该如何给这种民风民性一个

精确而形象的概括呢？想来想去，还是称之为“九头鸟性格” 吧。九头鸟，除了精明的

原义以外，不是也给人以某种奇特、怪异的感觉吗？九头，转而比喻多副面孔，好象

也说得过去吧。更何况武汉人素好“九头鸟”的称谓，以至它成了报刊专栏、酒家饭馆

和某些商品的响亮大号呢！

2. 汉味（二）：“汉腔”

武汉人的独特民性使武汉方言也极有特色。常言道：“京油子，卫嘴子。”北方城

市语言中的油滑感、尖刻感，是城市市民文化特质的自然表现——那份找乐心态、那

股哗众取宠的风骚劲儿、那种耍贫嘴的粗俗味儿，在邓友梅的《那五》、《烟壶》、

冯骥才的《怪世奇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武汉方言，也颇有那份油滑感、尖刻

感。所以，武汉方言的粗鄙特质，与北方方言相近而与同一纬度上的“苏白” 4)相去甚

远。

方方、池莉经营“汉味小说”，一方面直接从武汉平民生活中汲取活生生的方言作

为小说中人物的对话, 给人以生活的原质感，另一方面努力自然地化方言为别具表现

力的“汉味文学语言”。试分述如下：

4) 引自范伯群、翁寿元, 《吴方言与文学》，见《文史知识》,1990,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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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汉人精明又粗鄙，而且泼辣也幽默，这一切在人物对话中体现了出来：

《落日》中的祖母看不惯孙媳汉琴的风骚，跺脚骂她象花楼街的婊子，汉琴的回

答是：“我是婊子，那你的孙子是嫖客，你是嫖客他太，大家都是一根藤上的瓜。”—

—既是反击，又并不直露，而是很快按照逻辑作出令人又好气又好笑的推论。使对手

气上加气又无懈可击。武汉人吵架，惯于施行这一伎俩：“你骂人其实是连带骂了自

己”，这样的语言够得上艺术了。

《黑洞》中柳红叶与陆建桥的打情骂俏亦然：

柳：“去你妈的，邪贷蒌子，一肚子坏水。”陆：“多少讲点精神文明嘛。再就是要

注意选择器物。坏水装在蒌子里，百分之百漏得精光。”柳：“你那张嘴今天早上搽了

几两油？”陆：“油没搽，但是昨晚同老婆练习了一夜。”

一切都是合乎逻辑推理又叫人感到荒诞不经的。一切都相当粗俗又十分俏皮。而

在这种“逻辑推理法”和“跳跃性思维”中，不就显出了粗鄙中的精明么？上一节所引猫

子与邻居女人关于“嫖”的一段玩笑话，亦具异曲同工之妙。

甚至在极严峻的场合也自然而然地玩起了幽默——《落日》中的成成这么劝说祖

母放弃自杀的念头：“太，莫说得骇老百姓。要我说呀，死活都差不多的。实在想不

开，长江也没盖盖子，江边也没得警察守着不让去。就怕太一看，好大的水呀，骇不

过，又跑回来了。”这些话在武汉已成人们的口头语，多用来气人、激人，但这些口

头语本身所具备的幽默意味又足以令人解颐。而当丁如虎、丁如龙兄弟在面临害母事

发的关头，彼此推诿责任时，丁如龙的比喻也是不伦不类、又无懈可击的：“建议是

我提的，但你是长子，决定权是你啊？如果有人建议中国把云南广西送给越南人，中

国政府同意了，你说是建议的人有错还是同意的人有错？” 武汉人是颇擅长讲无懈可

击的歪理、作啼笑皆非的比喻的。实在是粗鄙，又实在是精明。而这种精明、这种幽

默、这种油滑、这号洒脱，又颇与“川味幽默”（其典范是“谐剧” ）一脉相通，也与海

派文化、吴越文化因子中“对一切正统的一种调侃，一种挑战” 5)的幽默腔相应。但“川

味幽默”和“吴越幽默”又没有“汉味幽默”那么粗俗、率真到无遮掩的地步，叫人听了又

气恼又忍俊不禁，这一点，从“汉味幽默”中的粗话特别露就不难窥见一斑。

5) 程乃珊,《我所认识的上海》，《文学报》, 1989, 第1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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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表现“汉味”，作家们自然要创造一种“汉味文学语言”——既有原汁原味的

“汉腔”，又能具有文学的品格，使外地读者也能读懂。这方面，除了对某些地域性特

别强的方言俗语加上必要的注释，就要看作家提炼方言、使方言与普通文学语言水乳

交融方面下的功夫了。

《黑洞》中这么描写陆建桥的眼睛充血：“眼白上的红丝象地图中的公路线。”

《落日》中这么写王加英的繁忙：“她像个陀螺，一天到晚地转个不停。”《不谈爱

情》中这么形容白裁缝夫妇的老迈：“老得象对虾米。”——这种夸张的比喻在武汉人

品评人物时是极其普通的：它折射出武汉人善于比喻、善于夸张、善于取乐的民风。

有那么点“损”，但也实在传神。

《落日》中这么写成成“坐山观虎斗” （武汉人的说法是：“黄鹤楼上看翻船” ）的

心理：“成成性情豁达开朗，不管祖母跟汉琴吵到什么地步，都影响不了他的情绪。

成成觉得女人在一起天生就是吵架的命，就跟好斗的公鸡关在一起一样。成成想女人

若不吵架肯定会浑身筋骨酸痛，所以一旦吵开来，成成便只当她们在治疗自身的筋

骨。既如此，有什么可烦恼的？成成很善于为别人想。”把女人吵嘴比作公鸡好斗，

把闲事不管比成善解人意：这便是“汉味幽默”的魅力。这种的心理描写语言极好地传

达出了武汉人洒脱、幽默的心境。

再看《落日》中一段写武汉人情绪的文字：“汉口的夏天，热得人们几欲扒皮

。……人若在这样的室内住一个汉口的七月之夜，第二天除了被蒸闷熟了之外，恐怕

不会有第二种结果。”还有《黑洞》中的一段：“车船挤得让人觉得全武汉三镇的人都

在距离自己最远的地方工作。若能在这些人中找出一个不骂武汉交通的人那才是比建

造金字塔还大的奇迹。倘有一任市长能解决武汉的交通问题，百姓们把他当祖宗供起

来是毫无疑问的。”一本正经的夸张，想象奇特而新颖，也许舍此便不足以表达武汉

人好“显”、善夸张、情绪强烈的民气吧。

油滑又俏皮、尖刻又传神、夸张又新颖：这便是“汉味文学语言”的特色所在。比

起冯骥才、林希的“津味文学语言”来，各有特色：冯骥才、林希的语言更富于说书人

“口若悬河”的铺排，方方、池莉的语言则更平实、更富于日常生活的情趣些。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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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化入文学作品，使文学语言更富于表现力，更富于俏皮、夸张、想象新颖、比喻

奇特的生动色彩无疑是“汉味小说”对中国文学语言的一个可贵的贡献。

上海作家程乃珊曾对“海派腔”作过这样的表述：

请听下面一段对话，并加以比较：

“今天的活动怎么安排？”这是正宗的讲法。

“今朝啥节目？”典型的海派腔。6)

善于调侃，化严肃为幽默，变烦恼作笑料，这是“海派腔”的特点。“汉腔”有过之

而无不及。

遇到人挤时，北京人习惯说：“借光、借光！”叫人听了舒坦；因为话中透着谦

虚、厚道。而武汉人的习惯则是扯着嗓门大吼：“擦油！擦油！”吓得人避之唯恐不

及，但回头看，吼者其实身上并不油污、手中也没有油瓶。他不过是为了争一分空间

而制造一点惊慌而已。一旦目的达到，他便什么都不计较了。

3. 汉味（三）：武汉风景

对地域文化特色的展现常常与描绘地方特产、风物分不开。沈从文、老舍、汪曾

祺、贾平凹各有千秋的地域文化小说中都有大段大段关于地方风景、历史掌故、民俗

民风、特产器物的精彩描写，这些描写既营造了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又具有独特的

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时间的流逝，天灾人祸，每天都在冲刷着文化遗产、毁坏着历

史的面容。到了20世纪，现代化浪潮在将享受带给世界的同时也对绚丽多彩的传统文

化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以致于“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成了20世纪的一个文化主题。尽管

如此，许多遗产已随风而逝了。许多作家只好在寻根的过程中凭想象去留住那一份传

统的辉煌。当代地域文化小说的优秀之作都既有对人的命运的深思，又有对地域风物

的描绘——《那五》、《烟壶》、《美食家》、《夜泊秦淮》、《供春变色壶》、

《横活》、《斗鸡》、《商州》、《商州初录》……莫不如此。

6) 程乃珊,《我所认识的上海》，《文学报》,1999, 第1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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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味小说”中，《风景》写了“河南棚子”的粗糙、阴暗，基调最暗。除此而外，

《不谈爱情》写花楼街（“从前它曾粉香脂浓，莺歌燕舞，是汉口繁华的标志。如今

朱栏已旧，红颜已老……花楼街始终弥漫着一种破落气氛，流露出一种不知羞耻的风

骚劲儿。” ）；《落日》写武汉人昔日的繁华（“茶馆有等级之分：上流人物去怡心

楼、忠信楼、汉南春、洞天居，下等人呢？收荒货的去宝善堂茶馆，挑粪的去流通

巷，车夫去铁路外”；四官殿一带“扎灯扎花的手艺人极多”；江汉路、六渡桥“新市场”

的热闹繁华……）；《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写武汉人的时令小菜、十多家的有名

小吃……都写得各具情致：或破败巷凉，或追怀忆旧，或胃口大开，都写出了武汉人

喜热闹、爱繁华、图嘴巴快活的特征。遗憾的只是写得太少、太略，不如《烟壶》、

《商州》那么浑厚、精细，在这方面，还有待于武汉作家进一步努力。

“花楼街文化”、“六渡桥—四官殿文化”、加上王仁昌的“汉正街文化”，无论是“玩

文化”，还是“个体户文化”，都是武汉人爱热闹、慕繁华、粗鄙又精明的民性的证明。

瞧，原来“武汉文化”也包含了这么丰富的内容、这么复杂的元素！由此想开去……武

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也是与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二七大罢工”到“八七

会议”，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会战”到“文革”中震惊世界的“七二O事件”……）有关

的地方。武汉的风云历史与武汉人民风的强悍、务实、躁动之间，该有多少人间活剧

可写！还有武昌的黄鹤楼、东湖风景区、还有汉阳的归元寺，还有那些喧哗又宁静的

小巷，还有许多只属于武汉的传说与掌故……在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中，武汉也显示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以《今古传奇》那样流行的通俗文学刊物、《知

音》那样雄居世界综合性期刊最新排名第五位、全国各类杂志排名第二位的情感与家

庭生活刊物，以及《特别关注》那样创造了发行奇迹的文摘刊物，还有具有国际知名

度的“武汉杂技节”使得武汉成了大众文化的重镇。而这一特色也正好体现出了武汉文

化的市民品格：不那么高雅，却相当热闹；不那么“洋气”，却正合广大百姓的口

味……

是的，关于武汉和武汉人，还有许多故事可写；还有许多空白可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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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han stories",which describes the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in Wuhan has become a

new important part of contemporary stories of Chinese metropolisesm. Both Fang Fang and Chi

Li are good at creating "Wuhan stories". They have depicted the complex characters of Wuhan

people, showing how they live a life full of astuteness, rudeness, humor,fortitude and flexibility.

Meanwhile, they are also fond of telling stories in vivid Wuhan dialect sometimes, which fully

expresses the taste of Wuhan people’sdaily life in slippery, witty and exaggerate style. And this is

also a new discovery in Chinese literature written in various dialect.

Keywords : "Wuhan stories", Fang Fang , Ch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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